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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解长江经济带生产用水量、生活用水量时空差异的驱动效应,有利于用水总量控制目标的顺利实

现。采用 LMDI(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方法,兼顾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将用水总量时空差异分解为生产

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经济规模效应、生活强度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结果显示:生产用水量是长江经济带及

各省份用水总量变化的主要来源,生活用水量对用水总量的促增作用也逐渐增强;生产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是抑

制用水总量增加的主要和次要因素,而经济规模效应、生活强度效应是促进用水总量增加的主要和次要因素,人口规

模效应对用水总量的促增作用相对较弱;农业、工业经济增长都促进了用水总量增加,尤其是农业,农业、工业用水

强度普遍下降及农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下降,都促进了用水总量下降;生产用水量是各省份用水总量空间差异的主要

来源,各省份用水总量与江苏、重庆空间差异的驱动因素存在差异性。因此,各省份应该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重点开展生产环节节水、兼顾生活环节,继续降低产业用水强度、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加强生活用水

定额管理、提高节水意识,各省份可以以江苏、重庆为参考对象,依据用水总量空间差异驱动因素,充分挖掘可行的

节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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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及人口增长加剧了水资源供需矛盾,水危机已成为缺水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1]。在1978～2018

年期间,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GD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 9.43%,可是,粗放式发展伴随着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水资源

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基础与生产要素,经计算,用水总量年均增长率达到 0.63%。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加快,水资源需

求将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增长,将为中国用水量控制工作开展带来巨大压力。《国家节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近远期有效

衔接的总体控制目标,要求到2035年,全国用水总量严格控制在7000亿 m3以内,水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因此,

该目标的提出对于中国节水工作具有战略指导意义。显然,精确识别用水量变化的驱动因素有利于掌握过去不同因素对用水量变

化的影响情况,将有助于制定执行具有针对性的用水总量控制政策。 

学术界已经开展了大量关于用水量变化驱动因素的指数分解(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IDA)研究,其中,对数均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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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由 Ang 等[2,3]提出,被认为是指数分解法中最优的方法,广泛地运用于水资源领

域。一方面,已有用水量变化驱动因素分解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包括农业、工业以及产业整体。从农业来看,Zhang 等[4]将

黑河流域农业用水量变化的驱动因素分解为种植规模、种植结构、灌溉定额和灌溉效率,Zou 等
[5]
将该流域灌溉用水量变化分解

为种植规模效应、种植结构效应、气候变化效应和节水技术效应。从工业来看,刘翀等[6]将安徽省工业用水量变化分解为行业经

济规模效应、行业结构效应和行业用水定额效应,发现行业经济规模效应是工业用水量增加的主要因素,而行业结构效应和行业

用水定额效应对工业用水量增加起到抑制作用,此外,张礼兵等[7]还考察了工业节水效应对抑制安徽省工业用水量增加的贡献。

Shang 等[8]将 2003～2012 年天津市工业用水量变化分解为产出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从产业整体来看,秦昌波等[9]将

陕西省生产用水量变化分解为经济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用水技术效应。孙才志等[10]考察了人口规模效应对中国产业用水

量的影响,发现人口规模扩大拉动了用水量增长。张陈俊等[11]考察了区域人口分布对中国产业用水量变化的影响,发现人口流动

促进用水量增加。对生活用水量变化驱动因素的分解研究十分缺乏,现有生活用水量影响因素研究主要是对调查资料进行描述统

计分析[12,13]、回归分析[14,15]。随着生活水平提高,1980～2017年期间中国生活用水量年均增长率为 3.01%,超过了用水总量年均增

长率,并且占用水总量比重由 6.31%增加到 13.87%,可见,生活用水量变化驱动因素的分解研究对用水总量控制工作具有重要意

义。另一方面,各类用水量变化驱动因素分解研究主要从时间角度出发,而缺乏从空间角度出发分解用水量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

仅检索到 3 篇文献[16～18],将省份用水量差异主要分解为强度效应、结构效应、收入效应和人口效应,而国外涉及空间差异的驱动

因素分解主要集中在能源环境领域
[19,20]

,缺乏针对水资源领域的研究。 

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长期高强度的经济开发使其正面临严峻的水资源问题。

据统计,2017 年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达到 2637亿 m3,占全国的比重为 43.63%,同时,各省份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用水总量最大的省

份(江苏,591.30 亿 m3)与最小的省份(重庆,77.40 亿 m3)相差 513.90 亿 m3。因此,该地区用水量控制将是中国用水总量控制目标

顺利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 

鉴于此,本文基于 LMDI 方法,从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分解长江经济带及其各省份生产用水量、生活用水量变化的驱动因素,

以期揭示生产用水量、生活用水量时空差异的影响机理,为用水量控制目标的顺利实现提供对策建议,同时,也将为其他区域节水

政策的制定落实提供借鉴。 

1 模型构建 

1.1 时间差异分解模型 

用水总量 W可以由公式(1)表示: 

 

式中:PW 和 DW 分别表示生产用水量和生活用水量;PWi表示第 i 产业用水量,本文仅指农业用水量、工业用水量;Gi表示第 i

产业增加值,即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G表示工农业增加值,满足 ;P表示人口数。 

将公式(1)改写为公式(2)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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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Ii=PWi/Gi表示第 i 产业用水量与增加值的比值,反映产业用水强度情况;Si=Gi/G 表示第 i 产业增加值占工农业增加值

的比重,反映产业结构情况;DI=DW/P 表示生活用水量与人口数的比值,反映生活用水强度情况。 

假定时间从 0变化到 t(即 0→t),用水总量的变化量ΔW0→t可以分解为生产效应和生活效应,而生产效应由生产强度效应、产

业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构成,生活效应由生活强度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构成,如公式(3)所示。 

 

 

式中: 定义为生产强度效应,反映产业用水强度变化对用水总量变化的影响; 定义为产业结构效应,反映产业

结构变化对用水总量变化的影响; 定义为经济规模效应,反映经济增长对用水总量变化的影响; 定义为生活强度效

应,反映人均生活用水量变化对用水总量变化的影响; 定义为人口规模效应,反映人口规模变化对用水总量变化的影响。图

1为用水总量变化驱动因素分解的 LMDI模型,以年份 0为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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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用水总量变化驱动因素分解的 LMDI 模型 

1.2 空间差异分解模型 

假定存在 m和 n两个地区,用水总量差异ΔWm→n可以由公式(9)表示。 

 

式中:Wn、PWn和 DWn分别表示地区 n的用水总量、生产用水量和生活用水量;Wm、PWm和DWm分别表示地区 m的用水总量、生产

用水量和生活用水量;PW
n
i和 PW

m
i分别表示地区 n和 m的第 i产业用水量。 

将公式(9)进一步改写为以下形式: 

 

式中:Gn
i、Gn、Pn分别表示地区 n 的第 i 次产业增加值、地区工农业增加值、人口数;Gm

i、Gm、Pm分别表示地区 m 的第 i 次产

业增加值、地区工农业增加值、人口数,并且满足 Gn=∑iGniGn=∑iGin 和 Gm=∑iGmiGm=∑iG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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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式(10)改写成以下形式: 

 

式中:PIn
i=PW

n
i/G

n
i、Sn

i=G
n
i/G

n和 DIn=DWn/Pn分别表示地区 n 的第 i 产业用水量与增加值的比值、第 i 产业增加值占工农业增

加值的比重、生活用水量与人口数的比值,分别反映产业用水强度、产业结构和生活用水强度。PIm
i=PW

m
i/G

m
i、S

mi=Gm
i/G

m和 DIm=DWm/Pm

分别表示地区 m的第 i产业用水量与增加值的比值、第 i产业增加值占工农业增加值的比重、生活用水量与人口数的比值。 

与用水总量时间差异分解效应相同,将用水总量空间差异ΔWm→n分解为以下效应: 

 

式中: 定义为生产强度效应,反映地区产业用水强度差异对地区用水总量差异的贡献; 定义为产业结构效应,反

映地区产业结构差异对地区用水总量差异的贡献; 定义为经济规模效应,反映地区工农业增加值差异对地区用水总量差异

的贡献; 定义为生活强度效应,反映地区人均生活用水量差异对地区用水总量差异的贡献; 定义为人口规模效应,

反映地区人口规模差异对地区用水总量差异的贡献。 

2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选取 2000～2016 年的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1-2017》[21]和《中国

水资源公报 2000-2016》
[22]

,对相关指标解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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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业增加值指标。为了保持统计口径一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农业、工业增加值均按照 2000 年不变价格进行调整,以消

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将调整后的农业、工业增加值合并为工农业增加值,反映经济规模状况。 

(2)人口指标。考虑到大多数流动人口的户籍并未发生改变,因此,相对于户籍人口而言,常住人口能够更好地反映一个地区

的人口规模状况。 

(3)用水量指标。统计资料都将用水总量划分为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和生态用水四类,本文将农业用水和工业用

水合并为生产用水,生产用水与生活用水相加得到用水总量。本文对用水量指标的处理与文献[10,18]等主要差异在于,本文的生

产用水量仅包括农业、工业两类,而上述 2 篇文献将生活用水量近似作为第三产业用水量,由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用水量三类

加总得到生产用水量(或产业用水量)。 

3 用水总量时间差异分解分析 

3.1 长江经济带及各省份用水总量变化趋势分析 

图 2 显示了 2000～2016 年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生产用水量和生活用水量变化趋势。用水总量由 2000 年的 2232.15 亿 m3

增加到 2016 年的 2576.60 亿 m3,增加了 344.45 亿 m3,年均增长率为 0.90%,其中,2003 和 2014 年都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与 2002

和 2013 年相比,分别下降 106.23 和 47.55 亿 m3,前者的原因可能在于当年供水不足以及全国性节水型社会建设两个方面原因引

起,而后者的原因可能在于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贯彻执行。生产用水量由 2000 年的 1977.06 亿 m3增加到 2016 年的 2182.80

亿 m3,增加了 205.74 亿 m3,年均增长率为 0.62%,变化趋势与用水总量高度相似,相关系数达到 0.9913。生活用水量由 2000 年的

255.09亿 m
3
增加到 2016年的 393.80亿 m

3
,增加了 138.71亿 m

3
,年均增长率为 2.75%,大于用水总量和生产用水量的年均增长率。

可见,生产用水量变化对用水总量变化的影响较大,而生活用水量增加潜力比较明显,对用水总量变化的影响将逐渐扩大。 

 

图 2 2000～2016 年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生产用水量和生活用水量变化趋势 

图 3显示了 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用水总量、生产用水量和生活用水量的算术平均值。江苏用水总量、生产用水

量、生活用水量都是各省份中最大的,分别为527.55、479.45和 48.10 亿 m3,分别是三类用水量最小省份(重庆、重庆和贵州)的

7.10、8.37 和 3.03 倍,可见,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各类别用水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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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2016 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平均用水总量、平均生产用水量和平均生活用水量 

3.2 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变化驱动效应分解 

(1)用水总量变化驱动因素的累计效应 

通过计算 2000～2016 年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变化驱动因素的累计效应值,以反映各因素对用水总量变化的动态影响。由图 4

可知,在 2000～2016 年期间,用水总量累计增加了 344.45 亿 m3,其中,2000～2003 年累计下降了 90.35 亿 m3,2004～2013 年累计

增加了 310.70 亿 m3,2014 和 2016 年两次出现下降。生产效应变化趋势与总效应非常相似,存在增减的同步性,可见,前者是后者

变化的主要来源。总体来说,生活效应呈递增趋势,说明生活用水量增加有力促进了用水总量增加,其促增作用弱于生产用水量。

进一步说明,控制用水总量应该以生产环节为主,兼顾生活环节。由图 5 可知,在考察期内,生产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始终是

负值,分别累计达到-2029.74 和-1267.80 亿 m3,绝对值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 589.27%和 368.07%,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3.90%和

23.64%,是抑制用水总量增加的主要和次要因素。 

经济规模效应、生活强度效应是促进用水总量增加的首要和次要因素,分别累计达到3503.27 和 116.92 亿 m
3
,占总效应的比

重分别为 1017.06%和 33.94%,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22.65%和 14.69%。其中,随着收入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生活用水的需

求将逐渐增加,长江经济带人均生活用水量由 2000 年的 126.52L/d 增加到 2016 年 182.44L/d,累计增加了 55.92L/d,增幅达到

44.20%,可见,通过精心设计生活节水政策举措对用水量控制的必要性。人口规模效应对用水总量的促增作用相对较弱,累计达到

21.79 亿 m3,占总效应的比重仅为 6.33%,年均增长率为 26.13%。如果以减缓经济增长速度换取用水总量下降,将不符合发展为第

一要务的国情,并且将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信息,中国人口总量仍将处于相对平稳的增

长期,因此,用水总量控制应该围绕生产与生活环节用水效率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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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0～2016 年长江经济带累计生产效应与累计生活效应 

 

图 5 2000～2016 年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变化驱动因素的累积效应 

(2)驱动因素在农业、工业内部的差异 

由于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特征具有明显差异,用水总量控制策略也应根据其特征差异而有所侧重。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生产

效应子效应(生产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在农业、工业内部的差异,由图 6 可知,生产强度效应在农业、工业

内部都是负值,且绝对值逐渐增加,说明农业、工业生产用水强度普遍下降,分别由 2000 年的 2589.16、260.51m3/万元下降到2016

年的 1055.88、55.50m3/万元,引致用水总量累积下降 884.16 和 1145.57 亿 m3,2008 年工业生产用水强度下降对用水总量下降的

贡献反超农业,说明农业节水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产业结构效应在农业内部是负值,并且绝对值逐渐增加,说明农业增加值所占

比重的下降显著促进了用水总量下降,长江经济带整体由 2000 年的 38.02%下降到 2016 年的 20.76%,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工

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上升带来用水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效应在农业、工业内部都是正值,并且逐渐增加,说明农业、工业经济增长

促进了用水总量增加,农业对用水总量增加的贡献将近是工业的 2 倍,主要由于农业耗水强度远远大于工业,因此,需要努力提高

农业用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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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各省份用水总量变化驱动效应分解 1 

(1)用水总量变化驱动因素的累计效应 

在考察期内,各省份总效应存在较大差异,仅有上海、浙江最终变化为负值,而其他省份为正值,在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约

束下,用水总量增加幅度有所放缓,但并不显著,需要继续贯彻执行该项制度。各省份生产效应呈差异化的变化趋势,其中,上海、

浙江、湖北、云南最终是负值,尤其是浙江,而其他省份为正值,不过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甚至负增长,除云南外,其他省份生产效应

与总效应的变化趋势非常相似,相关系数都达到 90%以上,并且大于生活效应与总效应的相关性,可见,生产效应是影响总效应变

化趋势的主要因素。总体来说,各省份生活效应对用水总量增加起到促进作用,且呈逐年递增趋势,虽然生活用水量占用水总量比

重较小,但是其对用水总量增加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由于长江经济带 11个省份在水资源条件、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本文选择江苏、湖北和重庆分别作为下、中、上游地区的典型省份,重点分析用水总量变化的驱动因素。江苏总效应、生产效应

远远大于湖北、重庆,可见,下游经济发达省份对水资源需求要大于上、中游欠发达省份;3 个省份在生活效应方面的差异较小,

但是普遍呈递增趋势,可见,生活水平提高增加了生活用水需求,生活节水也将成为用水总量控制的重要环节。 

 

图 6 2000～2016 年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变化驱动因素在工农业内部的累积效应 

在用水总量的促减因素中,除安徽 2001～2002年和贵州 2001年外,各省份生产强度效应都是负值,说明生产用水强度普遍下

降对用水总量增加起到抑制作用,其中,贡献最大的省份是江苏,累计达到-396.49亿 m
3
,湖北和重庆分别为-292.84、-69.17亿 m

3
,

随着灌溉基础设施建设、工业节水设备采用等,工农业用水效率普遍提高,3个省份生产用水强度分别由 2000年的 824.67、1275.7

和 475.59m3/万元下降到 2016 年的 181.67、213.84 和 74.93m3/万元,可见,下降幅度非常明显。各省份产业结构效应都是负值,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普遍抑制了用水总量增加,仅有安徽产业结构调整对用水总量增加的抑制作用强于生产强度效应。随着时间推

移,江苏、湖北和重庆的产业结构效应对用水总量增加的抑制作用增强,可见,产业结构调整的节水效果逐渐凸显。 

在用水总量的促增因素中,经济规模效应是促进各省份用水总量增加的首要因素,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经济增长会增加对

水资源的需求。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中高速增长,对水资源的大量需求将持续一段时间,而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原动力,

因此,以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的节水策略并不符合现实需求,应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追求高质量发展,降低对水资源的需

求。除上海(17.43%)和浙江(19.07%)外,其他省份经济规模效应年均增长率全部达到 20%以上,其中,江苏、湖北和重庆经济规模

效应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2.53%、23.18%和 24.91%,可见,经济增长对用水总量的促增作用非常显著,作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省份,

江苏经济发达水平要远远领先于湖北、重庆,2016年江苏工农业增加值分别是湖北、重庆的 2.67、3.81 倍。除江苏2003～2005

年,安徽 2001～2002 年,贵州 2001～2004 年、2012 年外,各省份生活强度效应都是正值,说明生活用水强度普遍提高促进了用水

总量增加,虽然促增作用远远弱于经济规模效应,但是不可忽视。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群众对水资源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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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增加,人均生活用水量将增加,以江苏为例,人均生活用水量由 2000 年的 57.01m3(可以折合成 156.19L/d)增加到 2016 年的

70.13m3(192.14L/d),增加了 13.12m3(35.95L/d)),《江苏省工业、服务业和生活用水定额(2014 年修订)》所规定城镇、农村居

民生活用水定额分别为 120～150L/d 和 80～100L/d,就算扣除生活用水量指标中的第三产业和建筑业用水量,当前人均生活用水

量也将超过或接近用水定额的上限,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生活用水定额管理以提高生活用水效率,否则,将影响用水总量控制目

标的顺利实现,同时,为了满足生活用水需求,可能将挤占农业、工业等生产环节用水以及生态环境用水,最终将不利于经济发展

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各省份人口规模效应对用水总量变化的影响具有差异性。除四川和贵州最终变化为负值外,其他省份都为正

值。江苏、湖北和重庆 3个省份人口规模分别由 2000年的 7327、5646 和 2849 万增加到2016年的 7999、5885 和 3048万,都带

来了用水总量增加,但是促增作用远远小于经济规模效应和生活强度效应,由于人口规模仍将处于相对平稳的增长期,同时,人均

生活用水量也呈增加趋势,所以人口规模对用水总量的促增作用需要引起重视。 

(2)驱动因素在农业、工业内部的差异 

各省份农业、工业经济增长都促进了用水总量增加,仅有上海、重庆工业经济增长对用水总量的促增作用大于农业,江苏、

湖北等省份都相反。除上海农业用水强度在 2004 年有所上升外,江苏、湖北、重庆等省份农业、工业用水强度最终都呈下降趋

势,引致用水总量下降,并且工业生产强度效应大于农业,可见,需要大力挖掘农业节水潜力。各省份产业结构效应在农业内部都

是负值,并且绝对值呈递增趋势,说明农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引致用水总量下降,因此,各省份在保证粮食安全前提下,继

续由耗水强度大的农业向耗水强度小的非农产业转移。作为上中游的重庆、湖北等省份,需要积极承接下游长三角省份的产业转

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减少用水总量。 

4 用水总量空间差异分解分析 

选择用水总量最大的江苏和最小的重庆作为比较对象,由于篇幅限制,仅列示2016年各省份用水总量空间差异的因素分解结

果,如表 1所示。 

(1)用水总量最大省份(江苏)为比较对象 

将江苏(575.40 亿 m3)作为比较对象,长江经济带各省份总效应都是负值,即用水总量小于江苏,同时,生产用水量和生活用水

量也都小于江苏,其中,生产用水量是用水总量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各省份贡献率都超过 90%,最高的是湖北(98.74%),可见,江

苏应该重点控制生产用水量,以缩小用水总量的空间差异。除上海和江西外,其他省份生产强度效应都是负值,说明产业用水强度

小于江苏,对用水总量小于江苏起到促进作用,其中,浙江对用水总量的促减作用最为显著,农业、工业用水强度分别比江苏低

704.45 和 60.06m3/万元,上海和江西应该努力提高产业用水效率以进一步减少用水总量。除上海外,其他省份产业结构效应都是

正值,说明产业结构水平没有江苏高级,不利于促进用水总量小于江苏,其中,浙江产业结构与江苏比较相似,仅仅引致用水总量

高于江苏 2.08 亿 m3。各省份经济规模效应都是负值,说明经济增长规模(工农业增加值)小于江苏,对用水总量小于江苏起到促进

作用。上海、浙江、湖北 3个省份生活强度效应都是正值,人均生活用水量比江苏分别多 92.01、34.77 和 51.80L/d,而其他省份

生活强度效应都是负值,说明人均生活用水量小于江苏,对用水总量小于江苏起到促进作用,因此,以上 3 个省份需要关注生活用

水定额管理以提高生活用水效率,尤其是上海,从而在满足人民群众生活用水需求下,减少生活用水量以控制用水总量。除四川外,

其他省份人口规模效应都是负值,说明人口规模小于江苏,对用水总量小于江苏起到促进作用,四川人口比江苏多 263 万。 

(2)用水总量最小省份(重庆)为比较对象 

将重庆(76.40 亿 m3)作为比较对象,长江经济带各省份总效应都是正值,说明重庆是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最小的省份,同时,

各省份生产用水量也都大于重庆,是用水总量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除贵州外,其他省份生活用水量也都大于重庆,可见,各省份

要兼顾生产、生活两个环节,采取有力措施控制用水总量增加。各省份生产强度效应都是正值,说明产业用水强度高于重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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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份要努力提高产业用水强度,减少用水总量。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效应为负值,说明产业结构比重庆高级,引致用水总量

减少,而其他省份产业结构比较低级,要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以降低用水总量。江西、贵州和云南经济增长规模小于重庆,引致用水

总量较小。长江三角洲地区及湖北生活强度效应为正值,表明人均生活用水量大于重庆,对用水总量大于重庆起到促进作用,因此,

需要做好生活用水定额管理。除上海人口规模效应为负值外,其他省份都是正值,主要因为上海人口规模比重庆少 628 万。 

表 1 2016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用水总量空间差异的因素分解结果 

 
驱动效应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江

苏 

生产效应 -440.40 
 

-389.90 -267.60 -304.60 -290.90 -235.20 -463.10 -307.60 -437.20 -393.00 

生产强度效

应 
35.72 

 
-225.90 -7.01 14.40 -70.43 -24.49 -203.29 -205.15 -36.54 -110.40 

农业 51.52 
 

-98.58 -41.50 0.64 -78.90 -38.39 -126.19 -121.99 -58.60 -62.95 

工业 -15.80 
 

-127.32 34.49 13.76 8.46 13.90 -77.10 -83.15 22.06 -47.45 

产业结构效

应 
-186.76 

 
2.08 150.58 164.46 127.06 183.55 18.22 155.06 146.09 194.23 

农业 -194.66 
 

2.20 163.62 177.08 138.18 198.38 19.68 166.05 162.35 209.72 

工业 7.90 
 

-0.12 -13.04 -12.61 -11.11 -14.83 -1.46 -10.99 -16.26 -15.49 

经济规模效

应 
-289.36 

 
-166.08 -411.17 -483.46 -347.53 -394.26 -278.03 -257.52 -546.76 -476.83 

农业 -113.16 
 

-93.42 -234.32 -294.31 -193.08 -235.69 -138.80 -158.96 -318.15 -312.37 

工业 -176.20 
 

-72.66 -176.85 -189.15 -154.45 -158.57 -139.24 -98.55 -228.61 -164.46 

生活效应 -31.00 
 

-9.80 -22.70 -27.60 -3.70 -12.60 -35.90 -6.30 -38.70 -35.00 

生活强度效

应 
15.08 

 
8.49 -11.52 -4.98 12.94 -4.72 -1.99 -8.01 -11.89 -16.50 

人口规模效

应 
-46.08 

 
-18.29 -11.18 -22.62 -16.64 -7.88 -33.91 1.71 -26.81 -18.50 

总效应 -471.40 
 

-399.70 -290.30 -332.20 -294.60 -247.80 -499.00 -313.90 -475.90 -428.00 

重

庆 

生产效应 22.70 463.10 73.20 195.50 158.50 172.20 227.90 
 

155.50 25.90 70.10 

生产强度效

应 
63.55 203.29 16.57 127.99 124.2 98.14 132.89 

 
49.34 57.76 53.92 

农业 35.15 126.19 28.26 74.10 87.14 53.96 87.45 
 

45.32 30.62 48.14 

工业 28.40 77.10 -11.69 53.89 37.06 44.18 45.45 
 

4.02 27.14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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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效

应 
-43.74 -18.22 -7.92 39.17 44.06 30.94 51.35 

 
40.83 34.61 52.74 

农业 -47.01 -19.68 -8.43 43.01 47.60 34.09 55.81 
 

43.82 38.87 56.68 

工业 3.28 1.46 0.51 -3.84 -3.55 -3.15 -4.46 
 

-2.99 -4.26 -3.94 

经济规模效

应 
2.89 278.03 64.55 28.34 -9.76 43.12 43.65 

 
65.34 -66.46 -36.55 

农业 0.87 138.80 35.67 15.99 -6.05 23.45 26.34 
 

41.27 -38.59 -25.12 

工业 2.02 139.24 28.88 12.35 -3.71 19.67 17.31 
 

24.07 -27.88 -11.43 

生活效应 4.90 35.90 26.10 13.20 8.30 32.20 23.30 
 

29.60 -2.80 0.90 

生活强度效

应 
10.11 1.99 7.02 -5.42 -1.58 9.98 -1.17 

 
-3.11 -5.69 -8.35 

人口规模效

应 
-5.21 33.91 19.08 18.62 9.88 22.22 24.47 

 
32.71 2.89 9.25 

总效应 27.60 499.00 99.30 208.70 166.80 204.40 251.20 
 

185.10 23.10 71.00 

 

(3)驱动因素在农业、工业内部的差异 

表 1也列示了生产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在农业、工业内部的差异。当江苏为比较对象时,仅有上海、江

西农业生产强度效应为正值,说明农业用水强度高于江苏,引致用水总量增加,而其他省份农业生产强度效应都是负值,江苏自身

也应该努力降低农业用水强度;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贵州工业生产强度效应为正值,说明工业用水强度高于江苏,引致用水

总量增加,其他省份工业生产强度效应都是负值。仅有上海农业产业结构效应是负值,说明上海农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小于江苏,产

业结构比江苏更加高级,对用水总量小于江苏起到促进作用,而其他省份都是正值,说明产业结构比江苏低级,因此,这些省份应

该进一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所有省份农业、工业经济规模效应都是负值,说明经济增长规模小于江苏,对用水总量小于江苏起

到促进作用。当重庆为比较对象时,仅有浙江工业生产强度效应为负值,说明浙江工业用水强度低于重庆,对用水总量大于重庆起

到抑制作用,而其他省份农业、工业用水强度都大于重庆,因此,各省份应该可以参考借鉴重庆在农业、工业领域的节水举措。仅

有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产业结构效应为负值,说明农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小于重庆,对用水总量大于重庆起到抑制作用,而其他省

份都是正值,重庆可以向长江三角洲地区积极学习借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的先进经验。江西、贵州和云南农业、工业经济规

模效应是负值,说明经济增长规模小于重庆,对用水总量大于重庆起到抑制作用,而其他省份都是正值,农业、工业经济增长规模

都大于重庆。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 LMDI 方法,基于时间与空间、生产与生活视角,分解长江经济带及其各省份用水量变化的驱动效应,得出如下主要

结论: 

(1)长江经济带生产效应是总效应变化的主要来源,并且两者具有增减的同步性,另外,生活效应也有力促进了用水总量增

加。生产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是抑制用水总量增加的主要和次要因素,而经济规模效应、生活强度效应是促进用水总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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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和次要因素,人口规模效应对用水总量的促增作用相对较弱。农业、工业生产用水强度普遍下降,引致用水总量下降,工业

的促减作用于 2008年反超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用水总量增加的抑制作用主要来源于农业比重的下降。农业、工业经济增长都

促进了用水总量增加,且农业的促增作用是工业的 2倍。 

(2)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生产效应是总效应变化且存在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生活效应对用水总量的促增作用逐渐增强。

绝大部分省份生产用水强度下降和产业结构调整抑制了用水总量增加,除安徽外,前者的促减作用更加显著。经济增长是促进用

水总量增加的主要因素,人均生活用水量增加是促进用水总量增加的次要因素。各省份人口规模变化对用水总量的影响存在差异

性。除上海农业用水强度于 2004年有所上升外,其他省份农业、工业用水强度最终都呈下降趋势,引致用水总量下降。各省份农

业所占比重都下降,促进了用水总量下降。农业、工业经济增长都促进用水总量增加,其中,上海、重庆工业的促增作用强于农业。 

(3)本文以江苏、重庆为比较对象,生产用水量是各省份用水总量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通过空间差异驱动效应分解分析,发

现各省份用水总量与江苏、重庆差异的驱动因素,同时,得到生产效应在农业、工业内部的差异。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如果以减缓经济增长速度换取用水总量下降,将不符合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国情,并且将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因此,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应该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路径,以控制用水总量。 

(2)各省份重点开展生产环节节水工作,例如提高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等,同时,需要重视生活环

节节水,将对用水总量控制起到重要作用。 

(3)继续降低产业用水强度,尤其是农业;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在保证粮食安全前提下,由耗水强度大的农业转移到耗水强度

小的工业。 

(4)人均生活用水量增加是促进用水总量增加的因素,因此,各省份需要强化生活用水定额管理,充分发挥阶梯式水价这一经

济手段的节水作用,加强节水的宣传教育以引导居民建立节水的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完善生活用水管网建设以降低漏损率,扩

大节水器具的普及与运用。 

(5)各省份可以以江苏、重庆为参考对象,从用水总量空间差异驱动因素方面挖掘可行的节水路径,控制自身的用水总量。 

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了本文的深入研究,例如服务业用水量数据、城乡生活用水量数据、工业分部门分行业用水量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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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①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列示各省份用水量变化驱动因素的累积贡献,如读者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